
 

 1 

无名有分:从明清徽州家谱看妾的形象 

宋杰1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摘 要】:明清之际徽人纳妾颇为盛行,不仅方志中记载了大量的节妾传记,在数以千计的家谱中也能找到妾的

身影｡ 从法律制度和经济权利来看,妾在家庭中的地位较低,在夫亡之后,她们多会苦节终生并担起延续家庭的责任

｡ 这种行为,迎合了地方官府和宗族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也提升了妾在地方社会和宗族的地位,受到褒奖而被载入

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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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称,特别是在明清时期,随着徽州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徽州文化教育的繁荣多优于其他区域｡其以

“数以百计的方志,千记的家谱､万计的文书”而闻诸于世,其中不论是在体例编撰完备､时间衔接有序的府､县志,还是内容精当

的乡镇志中,一般会专门设立列女节孝一门｡所记载的列女节孝事迹中,有较多的是守节之妾,与同时期其他区域相比更为典型｡

不仅徽州府县志和乡镇志中有很多节妾的记载,而且在宗族编撰的家谱和文集中也有大量的节妾事迹｡在“程朱理学”思想浸润

下的徽州基层社会,缺乏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的妾,在地方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卑微;但在家庭中她们多承担着日常生活的重担,

诸如侍奉翁姑和教育子女,也需要参与家庭劳动｡特别是夫亡之后守节的妾,为地方社会风俗的敦化和秩序的维系作出了贡献｡基

于此,本文拟通过家谱中妾的相关记载,并结合该时期的相关文献进行佐证,探讨乡村社会中妾形象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 

一､续接烟火:官府和宗族规范之下纳妾的依据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纳妾是一种“特异婚俗”
[1]
,也是中国古代男权社会的产物｡在这种特殊的婚姻形态中,纳妾对男子

而言更多的是为了延续自己的血脉来承继家业｡从官府颁行的律例来看,他们所支持的庶民纳妾行为也是为了延续丁口,以利于

家庭的发展｡如明代在《大明律·户律》中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
[2]60

律例中规定男子能否纳妾

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年龄必须满四十以上;二是结婚之后还没有生育子嗣｡男子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被允许纳妾,可见官府允

许纳妾更多的是为了庶民“续接烟火”,以承继家业｡后来颁行的《大明会典》中对男子纳妾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如“至于庶人,

必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
①
｡国家对于庶民纳妾延续了《大明律》的规定,即男子必须“年四十以上､无子”的情况下才

被允许,并对庶民纳妾的数量加以限定｡ 

清初承袭明制,直至乾隆朝时官府对男子纳妾的规定才发生显著的变化｡如顺治三年(1646)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中规

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得娶妾,违者笞四十(不言离异仍德为妾也)｡”
②
而到了乾隆五年(1740)修订颁行的《大清律例》

删除了男子必须年满四十以上方许纳妾的规定
[3]
｡其在“妻妾失序”中规定:“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

并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
[4]
律例中已没有明确规定男子纳妾必须“年四十岁以上及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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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当时社会中纳妾的盛行,也是其后徽人纳妾出现“淫冶成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所制定的族规家法中,允许和支持族众纳妾的初心也是为了延续子嗣｡休宁茗洲吴氏宗族规定:“子孙

有妻､子者,不得便置侧室,以乱上下之分,违者,责之｡若年四十无子者,许置一人｡”
③
从族规制定的法理依据来看,它是清代国家

法律在乡村社会及宗族内部的延伸;从族规制定的内容来看,族内男子能否纳妾的条件仍是“有无子嗣”和“年四十以上”,并

且限定了族众纳妾的数量｡徽州其他宗族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环山余氏宗族在家规中就约定:“凡子弟有妻子者,不得更置侧室,

以乱上下之分,违者,议罚｡若年四十无子,许置一人｡”
[5]189

家规明确告知族众,不准婚后有子的族众纳妾,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纲

常伦理”,而对四十之后还没有子嗣者,宗族明确规定可以纳妾,但纳妾人数仅限一名｡这种规定即如前面所言,为了族众能够

“接续烟火”,以延续宗支｡ 

对于符合纳妾条件的族众,宗族又会制定相应的规定来保障他们的权益｡诸如“苟为不然,多有不肖背盟之讼,……有妒悍阴

毒,不容妾媵,宁陷夫于无后者”
④
｡程氏宗族在祖训中则要求族众,对于那些嫉妒凶悍､阴险毒辣不容丈夫纳妾的妇人要慎重选择,

实则告诫族中的妇女不要阻挠丈夫纳妾｡济阳江氏规定:“男子年过四十无子,妇妒不容置妾者,本干七出之例｡”
[5]52

宗族首先通过

劝戒的方式说服妻子允许丈夫纳妾,之后甚至用“七出”之例来警告妻子不要干涉丈夫纳妾｡ 

宗族通过制定相应的族规,来保障符合条件的男子纳妾｡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续接烟火”,如珰溪金氏宗族所言:“妾者接

也,所以承接乎我者也｡”
⑤
金氏宗族庶子们则认为:“府君支为诸母者百六十余人,子孙则多至万指｡五七府君支仅三人,其子孙流

离亡散,今不过七八人尔｡此何以故,有诸母则绝者以续,无诸母不得不凌迟以岑篾耳｡”
⑥2
不论宗族内嫡子还是庶子,他们都认识到

纳妾是繁衍和扩大宗支的重要措施,也是他们支持纳妾的重要理由之一｡ 

明清时期,竞相攀比的社会风气也是徽人纳妾众多的原因之一｡珰溪金氏族谱记载:“族中旧时娶妾者少,吾祖年四十八,吾

祖母年四十五才生吾父,彼时家道亦颇裕尚未娶妾｡今人未三十无子即娶妾,年四十而不娶者鲜矣｡间又有有子而娶者,习俗浇敝,

淫冶成风｡”
①3
从记载的材料来看,嘉靖年间金氏宗族“家道亦颇裕”,但族人纳妾的较少;隆庆年间金氏宗族家道富厚族中纳妾之

风盛行,出现了不到三十､有子而纳妾的情况｡出现这种“淫冶成风”的纳妾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氏族人在经济地位上升之

后,通过竞相攀比的纳妾行为来突显自己在地方社会的身份和地位,这也是这一时期徽人纳妾众多的重要原因｡此外,徽州有纳媵

为妾者,在世代同堂的家庭中,所纳的媵妾不仅能为其“续接烟火”,同时也是日常家务的承担者,能够为家庭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这或许也是徽人纳妾的又一原因｡ 

二､“名正言顺”:从法律和习俗看纳妾的程式 

明代时期,国家对民众的婚嫁制定了具体的规范,如在《户律》中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

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

是”
[2]59

｡从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明代男女结婚大多会立下婚书,所立婚书会详细约定“六礼”的内容,即男女双方在正式结婚前

的“纳彩､向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节中所要承担的具体事务｡它不仅是男女结婚六个环节具体事务的约定,更体现出

男子娶妻过程的繁琐和正式,也是“门户相当”在“六礼”环节中的体现｡清代时期,官府对男女婚姻的规定沿袭明制,如《户律》

中对男女婚姻的条款,其具体内容完全沿袭了明代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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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徽州乡村社会,人们在选择婚姻时比较注重对方门第的高低,其繁琐的程序也是“门第相当”的体现｡而与娶妻相比,徽人

纳妾的程序就较为简单,这也是妾地位相对较低的反映｡在徽州,男子纳妾时一般没有繁琐的“六礼”环节,也“没有正式的婚姻

仪式,而是订立婚约,形成相当于买卖的契约交易”
[6]
｡其具体的程式从清代婺源的一则《喜帖》

[7]
文书中可窥一斑: 

立喜帖,亲父朱维龙仝妻韩氏系苏州府吴县人氏,今有嫡女九姑娘,年已及笄,礼行姻酉｡自情愿央媒陆惠珍等说合配到徽州

府婺源县汪相公名下为副室,三面议得财礼银三十三两正,当日亲父一并收足,九姑娘随即过门,即便完姻,任凭带往徽州府婺源

县并无异说｡其女嫡系亲生,并非过继养媳,亦非受过别姓茶礼,倘有叔伯亲族人等异言,亲父一力承当｡原媒理直不涉于讨主之事,

今欲有凭,立此喜帖,永远存照｡ 

      乾隆元年九月   日立喜帖亲父朱惟龙 

                     仝妻韩氏 

               原媒  陆惠珍 

                     顾天球 

  郏夫成 

               官媒  殷君玉 

                     余庆 

               天长     地久 

               五子     登科 

从《喜帖》的内容来看,这其实是一份为纳妾而订立的交易契约,其中详细载明了双方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这种为纳妾而

订立的契约文书,从内容和落款的书写来看较为注重所立契约的合法性｡诸如契约中详细载明所纳之妾的籍贯及父母信息,其目

的应该是以此证明所纳之妾来源的合法｡对于纳妾一方在《喜帖》中并没有详细记载相关信息,只用“汪相公”这一称谓来代替,

这和明确登载交易双方身份信息的徽州“田土交易”类的契约有一定的差异｡乾隆年间,婺源的这则纳妾婚书明显具有经济交易

的契约意识,即缴纳完财礼钱之后就可以将所纳之妾领走,实现“随即过门,即便完婚”,体现出了经济交易类契约的特征｡这和

明清时期娶妻所要经历的繁杂程序有很大的不同｡此份契约中还透露出纳妾不仅需要央求一般的媒人从中介绍,订立契约时还要

有官媒的签字画押,其原因之一应该是突显订立此份契约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其纳妾行为合法;二是以后如果发生纠纷时媒人

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责任追究上来看,纳妾也会受到官府的保护｡ 

另外,契约中还载明了纳妾需要支付的财礼钱为白银三十三两｡据郭松义统计,乾隆年间广东､北京等地纳妾的财礼从六两到

三百五两不等
[8]
,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从侧面说明婺源的汪氏应该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这也是其能够纳妾的一个

重要原因｡契约的后半部分主要书写的是立契者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从这份《喜帖》的内容来看,其实质完全是一份人口买卖的

交易契约｡ 

明清时期,徽人娶妻和纳妾一般会订立婚书｡但两者所订立的婚书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从法律和伦理的角度来看,娶妻时

所订立婚书一是示意娶妻符合国家律例规范,也是男女双方长辈选择的结果;二是从订立婚书的内容来看,男女婚姻中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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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符合传统习俗要求,是男女双方门第相当的体现｡而徽人纳妾时订立的婚书多以《喜帖》称之,实则是男女双方签订的买卖婚

姻契约｡徽人纳妾之所以要订立婚书契约,其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双方婚姻的合法性,不存在违反双方自愿等情形,也

没有违反国家律例的规定;二是有利于保障双方的相关权益,当男女双方在结婚之后发生矛盾纠纷时,可依照婚书所订立的条款

进行解决｡其与娶妻婚书最大的不同即是婚书中没有双方关于“六礼”的相关约定,这体现了婚书中纳妾环节的简单,也是妾地位

低下的体现,即“礼银收足,随即过门,即便完婚”｡而纳妾需要订立婚书也是期望纳妾符合传统的伦理规范,只具有结婚的象征

意义｡ 

三､守节抚孤:从身份和地位的重塑看妾的形象 

明清时期,妾与妻在称谓上有明显的身份差异｡在地方社会中对妾多以妾､媵､侧室､副室､偏房､“如配”
[9]20

等称之;对正妻人

们多以正妻､原配､正室､正房等称之｡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妾与妻的称谓及地位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区别｡家庭内部事务多

以妻为主导,妾只是协助妻子来侍奉舅姑､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可见,在日常生活之中,妾与妻相比身份和地位存在明显的差异

｡妻在家庭内部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妾大多依附于正妻属于从属地位｡从明清官府颁布的律例来看,妻和妾有严格的地位区别,

妾在律例中的地位较低｡如“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
[2]60

｡从律例的内容来看,其要求妻妾秩序

井然且不能紊乱｡不能将妻降为妾的地位,妻子在世时也不能将妾升到妻的地位｡如有违反妻妾秩序者,官府将以杖刑处罚｡官府

拟通过律例的惩罚来维护妻妾秩序,是为了保障妻子的权利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从律例规定两者的权利来看,妻在律例中的地位

和权利明显高于妾,并受到严格的区别对待｡明清律例中对妻､妾的区别对待也体现了“嫡庶分明”的思想,企图在“中国家国同

构的宗法制度下,所要维护的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
[10]
｡其目的应该是通过国家律例的权威来维护传统的宗法制度,以达到维

系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 

深受“程朱理学”思想浸润的徽州,宗族在日常事务中对妾的身份和地位都加以严格的限定,妾在宗族内的地位卑微｡一些

宗族明确规定“若嫡妾倒置,使缘衣兴叹,宗长当攻而正之”
①
｡徽州宗族对妻､妾地位的规定,延续了官府“嫡庶分明”的思想｡有

些宗族明确规定,不符合族规家法要求的妾“生不能上谱”,“死亦不能入祠”｡诸如明清徽州宗族对妾入谱有着严格的规范,妾

在宗族内一般无法自我体现身份和地位｡如郑氏宗谱中规定:“妾书侧室,明嫡庶之分也｡”
②
屏山舒氏则有“若妾,则分卑,不敢与

妻并,只书纳侧室,以示正名定分之意”
③
,其将妾与妻的称谓和身份严格区别开来,意在突出妻､妾秩序｡古城程氏在编撰家谱时

则要求:“妻书娶,再娶书继,妾书纳,再纳书次或三,或四,俱书以序,所以别先后,明嫡庶也｡所生子女,分书各母之下,而列图则

因其长幼,若嫡无子女而妾有者,不分书｡”
④4
宗族对妻的称谓书写用娶,体现妻地位之高;对妾的称谓书写只用纳,突显妾的地位低

下｡对于子女的记载,如果妻没有生子而妾育有儿子,那么对儿子的记载不要明确地注明其生母｡谱例的这种书写规定意图淡化妾

的地位,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妻子的颜面和地位｡ 

在传统的宗族社会,妾能否上谱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妾必须生育有子,即体现“子显母贵”的观念｡如明代毕氏宗族规

定:“妇人书嫡不书妾,正名也｡妾之有子者,书之,以子贵也｡”
①
该谱例中明确规定只有正妻才能入谱,其目的应是以此维护宗族

的传统内部秩序｡对于妾能否上谱取决于有没有生育子嗣,如果生育有子就可以入谱｡妾有子虽然可以入谱,但记载的时候仍然以

侧室称之,以此突显妾的地位低下｡如歙县方氏要求:“妾之有子者,书侧室｡”
②
如果妾没有生育儿子,那么入谱的机会就较小｡二

是守节及贤淑的妾也可上谱,目的是以“彰显其德”｡祁门贵溪胡氏称:“至妾有子者则书,其守节及贤淑者亦书,妻改适者不书

｡”
③
从凡例规定来看,妾除了生育子嗣可以上谱外,在宗族内比较贤淑或能够守节也可以上谱｡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妾可以上谱

的机会很少｡可见,妾在宗族的地位相对很低,必须依靠生育子嗣或贤淑守节来提升地位,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明清徽州,身份和地位较低的妾在死后大多不能入祠祭祀,除非妾生育子嗣或者德行显著｡妾生育子嗣是其能够入祠的重

要条件之一,歙县鲍氏宗祠进主规则有:“异性继者不得入,出继异性者不得入｡归宗者,先期告祖得入;未取而殇者不得入;不才

                                                        
4
①(清)卲兰.《华阳邵氏宗谱》卷之十七《家规》,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②(清)郑道选.《锦营郑氏宗谱》卷首《凡例》,清道光元年木活字本｡ 

③(清)舒道观.《屏山舒氏宗谱》卷一《修谱义例》,清道光二十四年木活字本｡ 

④(明)程尚芳.《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卷首《凡例》,明隆庆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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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死于刑狱者不得入;出嫁之母不得入;庶母不得入;以子贵受封者入;此严禁也,务世守也｡”
④
其规定出嫁之母和妾不能进主

祠堂,除非“子贵受封”的妾在死后才有机会进主祠堂尊享祭祀｡胡氏宗族要求:“凡高曾祖考皆以嫡配,其继娶者,无论有子无

子皆配入祠｡若嫡无子而妾有子,其妾亦附入祠｡若嫡有子而其妾之子贤,亦准其母附入祠,须倍牌资｡若妾无子暨有子而夭殇者,

不准入祠｡”
⑤
其规定与鲍氏有一点差异,即妾只要生育有子就可以入祠,并没有强调所生子的显贵与否,如果妾无子或者子夭殇那

就失去了入祠的机会｡ 

此外,如果妾的德行能显耀宗祊或励行苦节,其死后也可以进主祠堂｡如汪氏宗族在光绪年间颁布的祠规就有:“有子及无子

而有贤德者,其妾亦准其附入祠｡若其妾无子并无贤德者,不在入祠之列｡”
⑥
可见有无贤德也是妾能否入祠的重要条件｡徽州宗族

对守节之妾允许其死后入祠,歙县鲍氏规定:“节妇升龛,必须年例合符,实系贞节可嘉者,无论已旌､未旌,皆得公举｡不论三､四

继妻及侧室,惟本夫早逝,本不应升｡今曲体守节者苦心,列于旁龛,以示加意｡”
⑦5
生活于乡村社会的妾身份和地位低下,有些妾可

以通过生育子嗣和守节来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但多数不符合宗族要求的妾只能卑微地生活｡由始至终,她们都“生不能上谱”､

“死亦不能入祠”,终其一生都不能自我体现身份和地位｡ 

在徽州宗族社会,妾除了身份和地位较低之外,在家庭之中也没有相应的经济权利｡她们大多依附于丈夫生活,即使在丈夫去

世之后她们大多依附于正妻或儿子生活,甚至继承和处理家庭财产的权利都没有｡从同治年间的一则徽州洪姓族人所订立的“托

约”,可窥生活于宗族社会之下妾的经济权利实态｡“托约”内容如下: 

立托孤字约人洪良天｡兹因遭家不造,子丧孙亡｡復娶侧室某氏,幸举一子,年甫三龄｡奈予年近九旬,常在床褥,草霜风烛,朝

不谋夕｡一有不讳,非特生业出入谁于照拂,即子母之茔,茔畴归畴依也｡爰是请集亲戚子侄人等,将予产业立单拜托,荷诸君怜我

哀衷,不我遐弃,俯念六尺之孤,慨然允诺｡自此以后,惟我诸亲垂青安抚,代以照拂,则愿復之恩,等如鞠育,俾至于成人,则将单付

与｡是时也,吾儿当拜赐以受,不亦戴天知高,履地知厚耶｡而他日不从一线之相传,若螽斯之蛰,蛰者更感激于亿万斯,我虽死九原,

亦感且不朽矣｡嗣后倘有内外人等,欺孤凌寡睥睨等情,执此公讨,以警揶揄,谨此以托｡幸甚,幸甚
[9]338-339

｡ 

此份“托约”的性质类似于生前所立遗嘱｡立“托约”人洪天良因为家庭遭遇子孙俱亡的变故,所以娶妾生子来续接宗支｡

由于其年老子幼遂将家业委托给族侄等人管理,待其儿子成人之后再将家业转到其子名下管理｡从整份“托约”的内容来看,没有

提及妾的任何经济权利,妾对家业既没有继承权,也没有管理权｡财产的委托管理及此后的产权回归都是以其儿子为中心,妾在其

家中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生活在宗族社会之下,妾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权利,妾的经济地位十分低下｡ 

在徽州宗族社会,身份和地位较为卑微的妾在家庭之中大多能够侍奉翁姑､抚养子嗣､勤俭持家｡她们在宗族的日常生活之中

十分注重德行修养,甚至在夫亡之后还能够励行苦节忠贞不渝｡这些行为无形之中有助于提升她们的形象,也提高了她们在地方

社会和宗族内的地位｡如济阳江氏在《瞻城公侧室滑氏砺节録》记载:“滑氏,金陵城北名家子｡少有贵徵,父母最加怜惜,为择字

愆期未嫁｡瞻城公自南宫第归,媒氏说合,遂委禽载之还里,能以婉口贞顺,当公欢心,一切家政属焉｡然时见口然自下,怒不形色,

言不露笑,阃内外无不亟称如夫人贤｡”
①
由材料来看,经过媒人的说合并交纳彩礼之后瞻城公就将滑氏带回老家｡而滑氏的品行端

良,举止文雅,如夫人一般贤良,所以深受族人的赞扬｡可见,如果妾的德行修养较好,那么在地方社会和宗族内的形象就会提升,

社会地位也会有所改变｡ 

在深受“程朱理学”思想影响的徽州,妇女贞节观念的教化也深入到宗族内部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论是宗族所娶之妇,抑或

                                                        
5
①(明)毕济川.《新安毕氏族谱》卷首《凡例》,清抄明正德四年刻本｡ 

②(清)方善祖.《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一《凡例》,乾隆十八年木活字本｡ 

③(清)胡廷琛.《祁门胡氏族谱》卷首《凡例》,光绪十四年木活字本｡ 

④(清)鲍存良.《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三《祠规》,光绪元年木活字本｡ 

⑤(清)胡祥木.《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下卷之中《规训》,宣统三年木活字本｡ 

⑥(民国)汪立中.《余川越国汪氏族谱》卷十八《(光绪)祠规二十四条》,民国五年木活字本｡ 

⑦(清)鲍存良.《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三《续议祠规》,光绪元年木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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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所嫁之女,如有砺行节孝而被地方文献载入者,对宗族来说就是“显耀宗坊”的大事｡即使是族众所纳之妾,如果能够恪守妇

道而严守贞节,宗族也会积极地宣扬其事迹,并将其事迹上报官府以俟褒奖｡从这一层面来看,徽州宗族对族内守节之妇和妾的身

份并没有区别看待,究其原因或许是守节之妾更有利于宣扬贞节观念和教化族人,有利于宗族内部风气的敦化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守节之妾在地方社会和宗族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古筑孙氏记载:“妇人从一而终,以节为重,节而兼孝,尤

堪励俗｡凡有旌建坊,学宪给额及年例已符､得载郡县志者,皆得书｡妾之守节者,亦如之｡”
[9]608

孙氏宗族认为妇人守节是非常重要

的事情,特别是宗族中如果有贤孝和守节兼具者,能够激励更多的族人来遵守节孝之道,以利于宗族风俗的敦化｡而对于那些受到

旌表而被郡､县采摘入志的节妾,宗族一般会详细地将其事迹记载入家谱之中,这也体现了宗族对守节之妾的重视｡将节妾事迹入

志､入谱,也提升了妾在宗族和地方社会的地位｡ 

守节之妾无形之中提高了自己的形象和社会地位,同时艰苦的生活境遇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绩溪华阳邵氏宗族在族规中明

确约定“苟有一行一节之美,如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或务学而荣宗,或分财而惠众,是皆祖宗之肖子,乡党之望人,族之人宜加敬

礼｡贫乏则周恤之,患难则扶持之｡异日修谱,则立传以表扬之”
[9]163

｡从材料来看,邵氏宗族一般会给予守节的妇人一定的物质救

济,来改善她们贫困的生活｡但是对生活处于贫困或是遭遇灾难的节妇,这种救助都缺乏具体措施,且这种救济只具有临时性的特

征｡歙县东门许氏宗族对节妇则属于相对长期性的救助,其在家谱中约定“族中有志守节贤妇,及年老孤贫无依者,每名每月给以

口粮五钱”
②
｡对于苦守贞节的妇人,族中明确规定给予一定的口粮钱,而所给的口粮钱从数量上来看也仅能够帮助这些守节之妇

度日,对于其他项的日常生活的开支是无法得到保证的｡而棠樾鲍氏的救济则附加了一定的条件,如“孀居住居母家者,准其领给

｡寄居亲戚者,不准领给｡妾住母家,不准｡”
③6
鲍氏宗族对守节之妇的救助按居住情况对待,如果居住在亲戚家就不能领取救济,如

果居住在母亲家中可以领取,但如果是妾孀居在母亲家中就不能领取｡ 

从徽州宗族对守节之妇的物质救助上来看,其救助的规模和数量都相对较小;在救济的时间上有长期性的也有临时性的,并

且附带有一定的限制条件｡但对生活于贫困之中的节妇来说犹如雪中送炭,一定程度上能维持或改变她们的生活环境｡特别是那

些守节之妾,在家庭缺少劳动力的情况之下,或继续侍奉翁姑;或托志抚孤长大｡可以说生活在含辛茹苦之中,而宗族的物质救济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她们的生活,更是宗族对她们励行苦节的肯定和褒奖,是她们继续守节下去的精神动力｡宗族对她们恪

守贞节行为给予一定的物质支持,也提升了她们在宗族乃至地方社会的形象和地位｡ 

四､结语 

明清时期,徽人纳妾颇为盛行｡而所纳之妾的身份和地位较为低下,她们无法获得与正妻平等的名分｡而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之

中,妾大多都要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可以说妾在徽州宗族社会之中处于“无名有分”的地位｡如康熙《徽州府志》记载:“淩彦

凝妾王氏,古溪人｡凝卒,正室吕育遗孤曰明顺,氏立志抚之｡时外侮利其资,将口孤而逼王嫁,王百计扶凝柩归｡坚护明顺成立娶妇,

妇死又抚孤孙瀚,卒保其家,延其祀｡”
①
王氏坚持砺行苦节,并抚养正室吕氏的儿子明顺成家立业,在其儿媳死后又抚养孙子凌瀚,

王氏守节不仅维持了丈夫去世后家庭的稳定,也有利于丈夫这一支脉的延续,使其烟火相继｡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像王氏这样“无

名有分”的节妾颇多｡她们在宗族内卑微身份和低下地位并没有影响其承担维系家庭的责任,在夫亡之后她们大多能够含辛茹苦

地操持家务,延续家庭的相对完整并教育子嗣｡据《徽州府志》记载:“程世镇妾张氏,程口口坦人,殁守节抚子兆熊､孙学俱中乡

科｡”
②
节妾张氏较为重视子孙的教育,在夫亡之后其能够尽心抚养和悉心教育子孙,最终其儿子和孙子在乡试中都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这对程氏家庭生活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她们的这些行为也提升了其在地方社会和宗族内的形象及地位｡ 

妾在夫亡之后能够承担起家庭的全部责任,减轻了宗族对其家庭救助｡道光《徽州府志》载“桃溪潘有腾妾,夫卒矢志抚孤,

岁歉为糜以哺子,而自以余瀋度日”
③7
｡并没有将问题推给潘氏宗族来解决,这也是宗族对立志守节之妾持以褒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6
①江国华,江德新.《郡北济阳江氏宗谱》卷之五《贞节》,崇祯十七年家刻本｡ 

②(清)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祠墓图·规约附》,清乾隆二年木刻活字本｡ 

③(清)鲍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十七《祀事·体源户规条》,清嘉庆十年家刻本｡ 
7
①(清)赵吉士.《(康熙)徽州府志》卷之十三《人物志·歙列女》,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②(清)赵吉士.《(康熙)徽州府志》卷之十三《人物志·歙列女》,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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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位相对较低的妾群体,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能够恪守贞节､勇担重任,这种行为无异提升了她们在乡村社会和宗族内的

形象和地位｡同时,地方社会和宗族通过宣扬她们的事迹教化民众,对维系地方社会和宗族内部秩序的稳定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因而被宗族载入家谱之中,她们成为“正风励俗”的典范,其原有的身份和地位经过宗族的重塑有了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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